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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競爭條例草案》反對意見的回應 

2011 年 2 月 24 日 

 
自 2010 年 7 月《競爭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後，坊間出現一些反對草案或草案個別措施的聲音。

我們現通過這一封公開信，總結十二點主要的反對意見，以及我們參考國際經驗的回應。 
 
 
反對意見 1：香港市場競爭的程度很高，並不需要競爭法 
 
香港市場競爭的程度很高而不需要訂立競爭法這說法，是一種誤解。香港的出口企業及部份本地

經濟產業都有很大的市場競爭，但一部分的本地市場都出現寡頭壟斷或市場高度集中，例子包括

管道燃氣、電力、燃油、超市及私人住宅供應。市場集中本身並非必然有害，但當市場越集中，

出現反競爭行為的風險會越高。大部分反競爭活動都會秘密進行，政府現時並無權力就懷疑反競

爭的行為作調查，因此難以搜集相關行為的證據。但從外國例子可見，小型經濟體市場容易集

中，當市場只有小量企業參與時，企業聯合行動通常較易進行，因為參與聯手的企業較易監察其

他參與者的行動。 
 
跨國企業聯合行動通常針對沒有競爭法例的司法地區，這代表跨國企業有機會針對香港市場訂立

反競爭協議，令香港企業及消費者付出更高昂的代價。世貿就貿易及競爭關係的討論中亦曾舉出

這種現象的證據 (可參考 2002 年 6 月 20 日 “Background Note WTO Secretariat on Provisions on 
Hardcore Cartels”, WT/WGTCP/W/191, 第 8 段)。 
 
當大型司法區，如美國、歐盟及日本，揭發跨國企業聯合行動時，小型司法區通常都能順勢展開

本地執法，不需太高執法成本而能夠懲罰參與聯合行動的企業。這是香港訂立競爭法的另一個益

處。 
 
最後，國外競爭法執法機構通常針對本地經濟中缺乏競爭的部分，因他們相信競爭法的實施在這

方面能為消費者及中小企帶來最大的益處。在香港建立競爭法將可為本地消費者及中小企帶來相

類的得益。 
 
 
反對意見 2：競爭法是貿易戰中保護本地產業的武器 
 
誠然，政府可利用法律去保護本地產業不受競爭影響，如為對外貿易設置門檻，包括關稅、入口

配額及入口「標準」規定等措拖，以阻礙進口，讓本地公司受惠。其他保護本地生產商的境內措

拖包括通過產業政策支持法定壟斷企業、行政主導企業合併、由政府擔保信貸、發牌及監管制

度，亦會減少競爭及排除外國業者進入市場。 
 
雖然政府有可能會濫用或誤用法律作不適當的目的，但就我們所知，國際上並無如此運用競爭法

的相關例子。任何法例都有機會被不誠實或不稱職的政府，為其他私下目的所濫用，但這並非競

爭法的獨有問題，不能因此而不訂立競爭法，相反，正因為此我們更要求政府必須適當執行和運

用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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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意見 3：訂立競爭法會削弱香港產業的競爭力 
 
這是沒根據的反對意見。活躍於國際市場的香港企業的確都富有競爭力，這些企業已經在遵守過

百個有競爭法的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法例，因此競爭法會削弱香港產業競爭力的說法是不合邏輯

的。《競爭條例草案》的目的主要為增加本地市場競爭，而非削弱競爭，特别是那些被反競爭行

為困擾、市場競爭受阻的部分。 
 
哈佛商學院著名的 Michael Porter 教授，在其著作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的結論

中指出，相比削減競爭的企業聯合行動，訂立適當的競爭法能更好地使本地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成

長，以面對外來競爭者。 
 
最後，在香港這開放型經濟體，我們有需要保障本地企業能保持低成本優勢，競爭法正可取締各

種增加本地企業成本的反競爭限制協議。 
 
 
反對意見 4：以歐盟模式作為香港競爭法的基礎並不適當，香港跟歐盟在規模、經濟特性及商業

文化方面均非常不同。 
 
香港《競爭條例草案》並非只參考歐盟的立法模式。現時的草案主要限制兩類行為——濫用強大

市場地位及反競爭協議。香港並沒有採用歐盟固有的判定準則：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而是做了切

合香港的市場結構及環境的適當調整。反競爭協議在世界各地普遍都受到禁止，儘管不同司法區

在是否禁止橫向協議 (如合謀定價、圍標或市場分配) 或應否規限部分縱向協議 (如銷售協議、零

售價格控制)方面有不相同規定。 
 
現時草案中的兩類行為規定並非歐盟所獨有，而是普遍認可的任何運作良好的競爭法所必須涵蓋

的兩個主要的反壟斷條款。這兩類行為在各地皆被視為有礙於市場競爭，故不論大小經濟體皆採

納這兩類行為守則。此外，香港草案提出的執法架構安排，與其他普通法體系如美國、澳洲及愛

爾蘭相類似，與歐盟系統並不相同。 
 
因此，不論在法規或執法系統方面，香港的草案均不應被視為歐盟模式的複製品。此外，亦應留

意歐盟各成員國 (現時有 27 成員)皆自行參照歐盟的條款於國內訂立相關本國法律。一些小的經濟

體，如馬爾他、斯洛文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愛沙尼亞，皆採納跟歐盟模式相類的制度，而

並無產生任何大的問題。我們亦應留意到香港競爭條例草案的主要規限及結構，跟本土經濟規模

同樣較小的新加坡相似 (但非完全相同)。最值得思量的問題其實是，香港是否希望禁止個別企業

在其市場中濫用市場權勢，或企聯通過聯合行動破壞自由與公開的競爭環境的問題。香港的競爭

法例正可適當地處理這些情況。 
 
 
反對意見 5：香港競爭法草案的目標太高、而且範圍太廣 
 
與上述觀點相反，香港競爭條例草案的範圍其實頗有限制。首先，對兩項行為的限制，並不比任

何現存的競爭法例的主要行為規限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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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的草案除了改進了現存的電訊業合併法規外，並沒有規管其他行業的合併行為。其

實，缺乏跨行業合併的規定，在國際上並不常見。因此，香港提出的競爭法，非但不是範圍太

廣，以國際的標準而言，缺乏對合併活動的規管規定，更顯得草案監管範圍特別狹窄。 
 
 
反對意見 6：草案應該只規限特定的行為；草案內容不清晰且定義含糊。 
 
草案規限兩類行為——反競爭協議及企業濫用市場權勢。這些規限跟其他外地司法區，包括中國

大陸及新加坡，並無二致。這些規限靈活且適用於各類型大或小的經濟體系，而且這是特意設計

以針對各種可破壞市場競爭的手段。若只硬繃繃地定義個別違法行為並設下一個有限的違法行為

清單，精明的律師及客戶只須鑽一鑽空子，稍為變化一下有關行動的型式 (而非其本質) 即可避開

規管，但這些行為反競爭的實際禍害將會繼續且無法處理。曾有其他司法區，如英國及印度，嘗

試這種「以行為型式為準則」的規管方式，但都發現效果不理想。現代的競爭法全都以香港草案

相類的方法去處理反競爭行為所帶來的實際經濟損害，而並非只設下一個硬繃繃的法規清單讓人

輕易避開。 
 
基於草案的目標為保護市場競爭過程，在主體條例中嘗試列出所有條例適用的例子及具體情況是

不切實際且不可能的，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競爭法都沒這樣處理。訂立法例實際適用情況的詳細工

作，都一致交到由專家組成的競爭事務機構處理，讓他們根據相似司法系統經驗，制定指引及做

出澄清，讓業界及消費者明白法例的適用範圍。處理瞬息萬變的經濟活動，良好的司法架構必需

要靈活。競爭事務委員會若有錯誤決定，可經由審裁處或上訴法院去改正。國際上每一個競爭事

務機構都向公眾提供詳細的指引，商界對這個做法並不須要太過憂慮。這個方式既可令競爭法變

得靈活，能夠按環境變化因時制宜，而就算競爭事務委員會有任何對法律的誤解，法院亦可以作

出更正。 
 
 
反對意見 7：草案應針對濫用壟斷力量或聯合行動的大型企業，小企業應得到豁免 
 
競爭法的目的是保障競爭環境——因為有競爭的環境鼓勵企業改善產品及服務質素，降低價格以

吸引消費者，成功的企業因營業額及利潤增加而得益，較弱的企業若無法提供更佳產品、服務或

價格，就會被市場淘汰。這原則對任何規模的企業同樣適用，因為對成功企業、消費者 (不論是其

他業者或個人) 以及整體經濟效率而言，其帶來好處都是一致的，所以此法例理應對所有企業都適

用。 
 
小型企業並不須要擔心競爭法，他們反而通常會受惠於競爭法例。首先，小型企業(從定義上而言) 
鮮有市場勢力，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在非常狹窄及特殊的市場中才有例外，基於其規模有

限，在大部分情況下小型企業都無法運用市場權勢。在普遍的市場環境，小企業都要面對其他小

企業或大企業的競爭，因為小企業沒有顯著的市場力量，它們根本沒有市場力量可以濫用，因此

濫用市場力量的規限對其並不適用。 
 
但小企業的圍標、合謀定價或分配市場的協議，理應受競爭法規管，因為這些都是最明顯不過的

破壞競爭行為，提升價格損害消費者利益，除了對合謀的企業外，對任何人皆無益處。 
 
在部分司法區，若一些小企業的合共的市佔率不高的話(例如低於百分之十) ，他們之間某些形式

的反競爭協議受到豁免。但即便是在這些司法區，以上提及那類最明目張膽的反競爭協議亦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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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當競爭事務機構發現兩家市佔極低的小企業進行這類協議時，儘管這行為可能違法，但因

相關情況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當局不太可能就相關情況採取法律行動，這類型的事件多

隻會以發警告處理。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將按立法後所製定的指引處理相類事件，相似指引或守

則的例子，可參考歐盟的《關於無關重要協議的通告》及英國公平交易局《協議及一致行動的指

引( 2004)》第 8 頁。 
 
 
反對意見 8：遵從競爭法的成本高昂，這將會阻礙外國企業在港營運，亦會增加中小企的負擔 
 
世界上已有超過 100 個國家及地域訂立了競爭法，包括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如美國、加拿大、

歐盟及其 27 個成員國，以及鄰近區域的中國大陸、南韓、日本、台灣、越南、新加坡、泰國、馬

來西亞及印尼。跨國企業在這些司法區都得面對競爭法，在香港因遵從競爭法所增加的成本將非

常之少。絕無什麼證據顯示香港定立競爭法，會對跨國企業的業務或於香港設立總部的決定有任

何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除了涉及合謀定價或圍標等這些明目張膽的反競爭行為，競爭法很少會適用於中小

企。在世界各地的中小企都歡迎競爭法，因為相關法例令一些在立法前對中小企封閉的市場，變

得更易進入。 
 
此外，缺乏競爭法不時被認為是一種貿易關卡更可能阻礙跨國企業進入本地市場。在 1990 年代，

歐盟曾討論及推動將競爭法包括在世貿協議的制度內。 
 
 
反對意見 9：草案提出的罰則太高 
 
根據草案中的執法機制，確保公眾遵守法例的方法主要有兩類。第一種情況，若競爭事務委員會

認為一企業違反了行為守則，可向其發出違章通知書。若該企業認同相關的投訴以及明白自己已

違法，這企業可接納通知書的規定以避免進一步的法律行動。這企業必需遵守通知書的規定，停

止有關的違法行為，及承諾不會再犯，以及向政府支付不超過一千萬元的款項。需要支付的數額

由委員會按違規的嚴重程度決定。在這類型的執法機制，事件不會交到審裁處去處理。除非中小

企嚴重違規或多次反覆違規，否則中小企違規的情況多隻會以此方式處理。 
 
草案指明，當競爭事務委員會認為違規情況嚴重，而發出違章通知書也不足以規限或懲處違規行

為時，委員會可將事件交到由高院法官主理的審裁處處理。只有審裁處可以對不願改善的一方進

行處罰。 
 
最高的經濟罰款額為全球營業額的一成。把最高罰款額設得較高有其必要，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大

企業違反相關法例，以保護最容易受大企業違規行為所傷害的一群——包括中小企的香港消費者

的利益。舉例說，在國際航空公司採取空中貨運的聯合定價行動時，中小企很有機會因需要空運

服務而利益受損。因此最高罰款額如此設計，以防止及規限大企業嚴重違規，避免對香港商業及

消費者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 
 
減低最高罰款額將會鼓勵違規情況，因為大企業將會放手一搏選擇違規，以換取比罰款更大的利

潤。減低最高罰款額亦會令寬待政策 (企業聯合行動的一員，為免懲罰而首先向當局提供資料) 效
用降低，因為供出企業聯合行動的經濟誘因將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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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罰款的計算限制於某一受影響的業務類別並非合理的做法，這會減低阻嚇性，而其他司法區亦

沒采納這樣的制度。 
 
 
反對意見 10：私人訴訟權將引至大量的訴訟及高昂的法律成本。 
 
通過競爭法例極不可能為香港帶來大量的私人訴訟。在其他司法區，私人訴訟權亦沒有帶來大量

的訴訟。美國確有比較多的私人訴訟案件，但這是美國特殊法院制度的結果——民事索償陪審團

制度；法定的三倍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集體訴訟；反壟斷案件的特殊法律費用安排——得直一方

可收回法律成本及很高的賠償，而非像其他案件中雙方各付自己的費用；以及最後美國律師「不

成功不收費」的運作模式。這些因素都鼓勵大量的民事訴訟。但這些只是美國的獨有情況，對香

港全不適用。另外，草案指明競爭事務委員會可以介入任何委員會認為無意義的案件，同時審裁

處有權終止無意義的索償。由此可見，草案會為香港帶來大量訴訟是極不可能的。 
 
 
反對意見 11：知識產權的擁有權跟競爭法互相抵觸 
 
這說法是錯誤的。知識產權法跟競爭法有相同的目標——即促進資源有效運用，及提供經濟誘

因，促使創意企業可以在競爭環境中成功，以鼓勵創新。知識產權法以專利權方式給予發明家在

一定時限內享用其發明的使用權，版權及商標法亦提供類似的專享權以鼓勵創意及對品牌的投

資。在任何現代經濟體系內，創意的保護及回報都是重要的，以提供經濟誘因為市場研發新產品

及投資於現存產品。每個人都有投資於自己產品的自由，及對自己產品有獨享權，其他競爭者亦

有自由發明跟其競爭的產品及發展自己的品牌。知識產權事實上促進市場競爭，為投資研發及發

展自家品牌產品，提供經濟誘因。 
 
競爭法保障市場競爭的過程，這與鼓勵按相關法例創製知識產權及行使專有權的做法並無抵觸。 
 
但是，在行使相關專有權時，有些時候有人會濫用相關專有權以至違反競爭過程，例如，專利持

有者以其市場力量，嘗試排除其他競爭產品。在這些情況下，不適當行使市場權勢有可能違反法

例。但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 
 
 
反對意見 12：法定組織應該受到跟私人企業相同的對待 
 
參與市場活動的法定組織，原則上都應該被列入競爭法監管範圍之內，讓政府業務及私人企業受

到同等的法律對待，以確保政府業務，不論有意或無意，都不會削弱市場競爭。 
 
若在個別情況下，公共政策的考慮具有淩架於市場競爭之上的重要性，應當由競爭事務委員會對

相關決定作出裁決，或若政府為決策者的話，則政府應諮詢競爭事務委員會以對相關豁免的影響

作評估。豁免全部法定組織，或在缺乏公平透明的程式下，指定其中部分法定組織豁免，將會削

弱競爭法整體上的可信性。 
 
政府及立法會應參考以上的因素，重新考慮草案如何處理法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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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留意到，在新加坡，即便全部法定組織都獲豁免，但政策的制定會按新加坡競爭局發出的

指引而處理。另外，出乎意料，新加坡第一宗濫用支配地位的案件竟然是「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公

司」——由政府組織全資擁有的票務公司 SISTIC。SISTIC 被指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在新加坡幾個

地方訂立獨家票務銷售協議，該行為封閉市場及破壞市場競爭。SISTIC 被判罰款 989,000 新加坡元 
(5 百 97 萬港元)，以及被要求更改其協議，取消獨家售票權的安排。在這案例中，我們見到一個

符合經濟原則、對消費者有利且限制政府關連機構的裁決。香港的消費者不應受到比這個更差的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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